
31

流动人口群体特征变动与失业风险差异①

杨胜利   姚健
（河北大学 经济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0）

[ 摘要 ] 本文采用 2014 年和 2017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讨了中国省际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变动

趋势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17 年省际流动人口失业风险比 2014 年高出 26%。性别、受教育程度、

流动原因、流入地地域等变量对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边际影响出现了明显上升趋势。Oaxaca 分解结果

表明，流动人口失业风险上升的 63.67% 可以由系数差异来解释，36.33% 可以由特征差异来解释。受教

育程度、户籍性质、失业保险、流动原因、人际关系等特征的变动有利于降低流动人口失业风险；而耕地、

宅基地、流动模式、暂住证等特征的变动增加了流动人口失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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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人口在乡城之间、地区之间大规模流动，流动

人口特别是流动劳动力资源已经成为城市就业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 年末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为 2.41 亿人，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为 17.28%，外出农

民工规模为 1.73 亿人，占全国就业总人口数的 22.29%。降低流动人口失业率已经成为提升就业质

量的内在要求。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

充分就业。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提供全方

位公共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然而，近年来出现了流

动人口失业率上升、就业困难等问题，究其原因是对流动人口失业发生风险认识不清。以往研究

认为流动人口失去工作后会返回家乡再就业或是转移其他城市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不存在失业问

题 [1]。做好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成为解决流动人口失业问题的一剂良药。然而，随着城市化的推

进，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出现了在流入地长期居住趋势，相关研究显示 61.2% 的流动人口打算在

流入地长期居住，在流入地平均居住年限接近 5 年 [2]。家庭式流动已成为人口流动的重要方式 [7]，

在流入地有 3 名家庭成员者的比例接近 32%，流动人口家庭平均有 1.4 个子女 [3]，这就意味着流

动人口的流动性减弱。同时，流动人口由于自身就业能力受限，过度集中在技术含量较低、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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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工作条件较差的岗位中，社会保险参保率仅为 8.22%，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比例仅为

32.9%[4]。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的加快，能够吸收低端劳动力就业的行业纷纷转型，造成这些劳动力

被释放出来无处可去而产生了结构性失业。在不返乡的情况，一旦失去工作，就会面临较大的生

活压力，需要引起社会关注 [5]。那么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呈现何种变动趋势？流动人口失业发生风

险的形成机理与风险变动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如何把握规律，设计应对策略，从而减少流动人口

失业的发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2 文献综述 

流动人口失业问题的研究既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革新密切相关，也是现实中人

口大规模流动的一种回应。回顾以往，流动人口失业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从现象、现状描述，逐步向

实证分析和应对策略的转变。人口学中关于流动人口失业的研究，更多的关注流动人口失业率和

失业群体特征，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关注流动人口失业规模统计与群体特征。学者们使用不同的数据对流动人口失业率进

行了测算。如：“五普”数据显示流动劳动力失业率为 2.74%[6]；2014 年和 2015 年流动人口监测

数据则显示流动人口失业率分别为 1.22% 和 2.48%[7]。201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数据显示流动人

口失业率为 4.94%[8]。相对于就业流动人口，失业流动人口具有相对年轻（平均年龄 34.8 岁）、学

历偏低（平均受教育年限 10.7 年），外出具有盲目性，生活更容易陷入困境 [9] ；农村户籍比例高

（85.8%）、失业保险参保率低（4%）、有固定住所比例低（20.2%）等特点 [10][11]。

第二类利用微观数据探讨流动人口失业的影响因素。学者们主要从流动人口失业群体个体特

征、家庭特征、流动特征、流入地市场化程度、流入城市等级、流入地区、流出地经济属性等角度

展开讨论。比如：女性失业率高于男性、已婚者失业率低于未婚者、学历越高失业率越低、流入地

为中西部者失业率高于流入地为东部地区者等 [10]；流出地的“推力”（土地承包权、城乡类型）和

流入地“拉力”（城市级别）都对流动人口失业率具有显著影响 [8]；流入城市市场化指数对流动人

口失业具有负向影响 [9]。

第三类从宏观层面探讨流动人口失业的深层次原因。一是城乡结构方面：刘易斯的城乡二元

结构模型中隐含的假设条件为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后全部就业或失业率很低，产业结构（工业

部门和农业部门）差异是人口从农村向城镇流动的主要原因；托达罗在城乡二元模型的基础上进

一步提出流动人口预期收入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是造成城市中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影响因素。二是

劳动力市场机制方面：受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僵化、惰性的影响，劳动力难以从次要劳动力市场

向主要劳动力市场转移 [12]，劳动力供给结构的调整速度较慢，不适应劳动力需求新变化，增加了

失业的可能性 [13][14]；三是行业垄断方面：由于石油、化工、电力、铁路、邮政等国有企业部门收入

较高，进入条件较为苛刻，减少了流动人口就业机会、降低了流动人口就业收入，损害了流动人口

就业公平 [15][16]。四是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由于技术进步总是倾向于使边际就业弹性下降，从而增

加了失业的风险 [17]。部分学者认为产业转型升级破坏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劳动密集型产业

受到影响，导致劳动者失业 [18][19][20]。

综上所述，已有相关文献从多个视角对流动人口失业进行了分析，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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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关于流动人口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动人口

个体特征、流动范围等方面，对流动人口家庭结构、社会政策等因素关注不够。第二，部分研究涉

及了流动人口就业、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但是多采用了某一年度数据，采用多年微观层面数据

对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变动进行研究的文献甚少。第三，已有研究随探讨了流动人口失业的影响因素，

但未考虑流动人口失业风险与影响因素的变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对 2014-2017 年流动人口失业风险进行测算，分析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变动趋势，以及这种

变动趋势的群体差异。第二，在控制个体特征、流动过程特征、流入地和流出地地域特征的前提下，

对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变动的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变动趋势进行深入研究。第三，利用 Oaxaca

分解模型，从特征差异（微观因素）和特征边际效应差异（宏观因素）的贡献率角度分析流动人口

失业风险上升的影响因素，进而寻找预防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措施。

3  数据、变量与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 2014 年和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

测数据。其调查方式是按照随机原则在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流动人口较为

集中的流入地抽取样本，开展抽样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

的 15 周岁及以上流入人口（2014 年为 15-59 岁）。由于调查中涵盖了大量的个人信息，使我们能

够在分析个人特征的基础上，探究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变动的影响因素。

3.2 变量测量

3.2.1 因变量

失业风险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从经济学范畴来看，失业风险是指失业发生的概率或可能性

的大小。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失业人员是指在一定年龄以上（通常 16 岁及以上），在参考

时期内没有工作、目前可以工作而且正在寻找工作的人。考虑到我国新农保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规定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是 60 周岁，本文将失业流动人口定义为 16-59 岁，有劳动能力无工作，但

有就业意愿，随时可以投入到工作中的流动人口。根据问卷中的问题“五一前一周是否做过一个小

时以上有收入工作”判断是否处于无业状态，如果回答“是”则处于就业状态，如果回答“否”则

处于无业状态，再通过问题“四月份是否找过工作”作为判断是否有就业意愿的依据，若两道题同

时回答无业和四月份找过工作，方可界定为失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规定，就业人口加上失业人口

等于经济活动人口，经济活动人口是 16 周岁及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

的人口（这里采用 16-59 岁的经济活动人口）。为了增强两年数据口径的一致性，分别将 2014 年

和 2017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样本地点和样本数量进行匹配。通过本文的定义，从原始数据

中选择出跨省流动的经济活动人口，删除个人属性特征数据缺失的问卷，2014 年和 2017 年分别

筛选出 12771 份问卷，总计 25542 份问卷。

3.2.2 自变量

本研究参考以往研究成果，将可能影响流动人口失业的群体特征因素作为自变量。基于人口

学中群体特征的队列分析框架，模型中的自变量分为 5 类。第一类是个体因素，包括性别、年龄、

流动人口群体特征变动与失业风险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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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的平方、婚姻、受教育程度；第二类是制度因素，包括户口性质、是否持有暂住证、是否参加

失业保险、户籍地是否有耕地、户籍地是否宅基地；第三类是流动过程特征，包括流动时间、居留

意愿（用问卷中长期居留意愿表示，即“打算在本地居留时间（6 年及以上）”）、流动模式（用问

卷中同住家庭成员数表示）、流动原因、人际关系（通过问卷中的问题“您是否同意本地人愿意接

受我成为其中一员”测量）；第四类是流出地因素，为流出地地域（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第

五类流入地因素，主要是流入地的地域分布（分为东部、中部、西部）。

3.3 方法选择

本文的数据分析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描述统计分析，第二部分使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估计

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并检验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群体差异性。第三部分利用 Oaxaca 计算和分析各

种要素对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变动的贡献率。2014 年、2017 年流动人口失业风险模型分别为：

U 为失业发生比，X 为各种影响因素，P 为失业发生的概率，即失业发生风险，w 为随机扰动项。

采用布林德（Blinder）和奥萨卡 Oaxaca 分解办法，对各要素对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变动的贡献率进

行分解。该分解方法将流动人口失业发生比年度差异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特征效应（可观察到

因素），即由流动人口个体特征、流出地、流入地等特征不同而导致的失业发生比年度差异。另一

部分是特征边际效应（不可观测因素），即系数差异，是由特征边际效应不同导致的失业发生比年

度差异。可以用 2014 年和 2017 年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函数式（2）和式（1）之差进行分解得到式（3）：

式中 为特征边际效应， 为特征效应。

在回归系数一定的情况下，P 一定，回归系数 β* 为 β 的函数，将公式（1）和公式（2）中的 β

带入公式（4），得到 β*。

利用公式（3）对 β*
i 进行计算，得到失业风险 P 变动的影响因素分解模型为：

4 流动人口群体特征年度差异分析

失业率等于失业人口与经济活动人口之比，失业概率（失业风险）等于某一年失业率乘以 2

再除以 2 与某一年失业率之和（依据生命表中死亡概率与死亡率的换算公式）。由此计算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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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我国省际流动人口失业风险为 1.09%，2017 年为 2.27%。虽然流动人口失业风险有增大趋势，

但仍低于依据 2017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登记失业率计算的失业风险（3.83%）。这与已

有研究结论一致，一方面流动人口较强的目的性决定了其失业率低于当地城镇居民，人口流动的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较高收入，而获得收入的前提是实现就业，为了尽快实现就业，流动人口会

选择一些工作环境较差、待遇水平较低、社会保障较为薄弱的岗位，而流入地城镇户籍人口是不

愿意从事这些工作的。另一方面流动人口较大的流动性决定了其失业率低当地城镇居民，流动人

口在失去工作或者发现工作条件更好的工作后，会选择回流或者流向新的工作地，避免了失业的

发生。但随着人口与社会的发展，流动人口群体特征正在发生着显著变动，导致其失业风险有赶

超城镇户籍人口的趋势，很可能会成为中国下一次失业高峰的主要群体来源。

从个体特征的变动来看，跨省流动人口中男性所占比重有所下降，2017 年男性占流动人口的

比重比 2014 年下降了 1.5 个百分点。在年龄方面，2017 年流动人口平均年龄比 2014 年大了 0.97 岁。

在婚姻方面，2017 年和 2014 年省际流动人口都以已婚为主，其中 2017 年已婚流动人口比重比

2014 年减少了 0.6 个百分点。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具有大学学历的流动人口比重明显上升，2017

年比 2014 年上升了 3.9 个百分点。总体来看，在学历和年龄方面，2017 年流动人口要比 2014 年

流动人口更有优势，这两个因素的变动有益于降低流动人口失业率。在性别和婚姻方面，2017 年

流动人口与 2014 年相比无优势可言，这两个因素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失业风险。

从制度特征变动来看，2017 年与 2014 年也存在明显差异。在户籍性质和持有居住证方面，

2017 年相较于 2014 年分别出现了前者降后者升，其中 2017 年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比重比 2014

年下降了 0.4 个百分点，持有居住证的省际流动人口比重则下降了 10.1 个百分点。在失业保险方面，

2017 年流动人口要比 2014 年省际流动人口更有优势，参保率明显增大。

从流动特征各变量差异来看，省际流动人口流动时间出现了减少，居留意愿变低，一同流动人

数出现了增多，在流入地的人际关系变的更好。其中，2017 年省际流动人口的平均流动时间比 2014

年减少了 0.053 年，打算在流入地居住 5 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比重下降了 11 个百分点，一同流动人

数增加了 0.16 人，认为当地户籍人口愿意接受自己的流动人口比重上升了 1.6 个百分点。在流动原

因方面，更加聚焦，无论 2017 年还是 2014 年流动人口都以务工经商为主，这两年分别有 95.1% 和

95.3% 的流动人口是因务工经商而流动，并且 2017 年务工经商的比重比 2014 年上升了 0.2 个百分点。

从流出地特征变动来看，流出地对流动人口外流的推力增大，2017 年流出地有耕地或有宅基地

的流动人口比重分别比 2014 年下降了 20.6 个百分点和 19 个百分点，这进一步弱化了流动人口在流

入地失去工作后回流的可能性，增大了其在流入地的失业风险。在流出地地域方面，流出地为中部、

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比重上升，流出地为东部的流动人口比重下降。而来源于中、西部地区尤其是

来源于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由于技能、学历相对东部而言较弱，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失业风险。

从流入地特征变动来看，跨省流入地为中部、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比重增大，选择东部地区

做为流入地的流动人口比重减小。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经济增长向提升质量转变，增速

放缓，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人口流入速度。同时，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

发展环境弱于东部地区，在劳动力供需比例变动下，也会增加失业风险。

流动人口群体特征变动与失业风险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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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及其变动分析

5.1 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决定因素分析

为了分析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及其影响因素，文中分别采用所筛选出的 2014 年流动人口样本和

2017 年流动人口样本分别以公式（1）和公式（2）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估计结果见表 2。全部

样本回归可以看出，在流动人口个体特征、流动特征、流出地特征、流入地特征和制度特征相同的

条件下，2017 年流动人口失业风险比 2014 年高 26%。

从个体特征来看。年龄对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影响呈现出 U 型趋势，即在年龄较小的阶段，

随着年龄的增大，流动人口失业风险不断降低，但随着年龄达到一定阶段，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开

始上升。性别方面，男性流动人口失业风险低于女性，2014 年男性流动人口失业风险比女性低

45%，2017 年男性流动人口失业风险比女性低 43%，在 2017 年性别对失业风险的边际影响有所

下降。但因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仍然处于弱势，再加上生育和照料家庭的责任，使女性流动人

口失业风险明显高于男性流动人口，好在这一性别差异呈现缩小趋势。婚姻方面，婚姻对失业风

险的边际影响率变小，2014 年已婚者失业风险比未婚者低 0.75 个百分点，2017 年已婚者失业风

险比未婚者低 0.59 个百分点。受教育程度方面，2017 年教育对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边际影响率比

表 1　变量均值与年度差异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2014 均值 2017 均值 差异

因变量 是否失业 失业 =1，就业 =0 0.011 0.023 0.012

个体

特征

性别 女性 =0，男性 =1 0.563 0.548 -0.015

年龄 连续变量，单位为岁 35.161 34.887 -0.274

年龄的平方 连续变量，取对数 7.216 7.036 -0.180

婚姻 未婚 =0，已婚 =1 0.827 0.821 -0.006

受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0，专科及以上 =1 0.142 0.181 0.039

制度

特征

户籍性质 农业 =0，非农业 =1 0.159 0.163 0.004

是否持有暂住证 已办理 =1，未办理 =0 0.299 0.189 -0.101

失业保险 已参加 =1，未参加 =0 0.259 0.561 0.302

耕地 有 =1，没有 =0 0.805 0.599 -0.206

宅基地 有 =1，没有 =0 0.972 0.782 -0.190

流动

过程

特征

流动时间 连续变量，单位为年 11.571 11.518 -0.053

居留意愿 1= 打算，0= 不打算 0.546 0.436 -0.110

一同流动人数 连续变量，单位为人 2.95 3.11 0.160

流动原因 务工经商 =1，其他原因 =0 0.951 0.953 0.002

人际关系 同意 =1，不同意 =0 0.890 0.906 0.016

流出地

地域

西部 西部 =1，否则 =0 0.337 0.34 0.003

中部 中部 =1，否则 =0 0.446 0.451 0.005

东部 东部 =1，否则 =0 0.217 0.209 -0.008

流入地

地域

西部 西部 =1，否则 =0 0.211 0.22 0.009

中部 中部 =1，否则 =0 0.177 0.179 0.002

东部 东部 =1，否则 =0 0.612 0.601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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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更大。2014 年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的失业风险比高中及以下学历者低 0.51 个百分点，2017

年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的失业风险比高中及以下学历者低 0.57 个百分点。这说明教育对降低流动人

口失业风险的作用在不断增大。

从制度特征来看。非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的失业风险低于农业户籍者，且户籍对流动人口失业

风险的边际影响率变大。2014 年非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失业风险比农业户籍者低 0.53 个百分点，

2017 年非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失业风险比农业户籍者低 0.55 个百分点。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成为流

动人口失业风险增大的主要因素。居住证和失业保险对降低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均具有正向影响，

2014 年持有居住证者失业风险比没有居住证者低 0.55 个百分点，2017 年持有居住证者失业风险

比没有居住证者低 0.54 个百分点；2014 年参加失业保险者失业风险比没有参加者低 0.62 个百分点，

2017 年参加失业保险者比没有参加者低 0.59 个百分点。这说明居住证和失业保险对流动人口失

业风险的边际影响率出现了下降。户籍地有耕地、有宅基地有利于降低流动人口失业风险，2014

年户籍地有耕地者的失业风险比户籍地没有耕地者低 57%，2017 户籍地有耕地者的失业风险比

户籍地没有耕地者低 53%；2014 年户籍地有宅基地者的失业风险比户籍地没有宅基地者低 65%，

2017 年户籍地有宅基地者的失业风险比户籍地没有宅基地者低 58%。总体来看，耕地和宅基地对

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边际影响率出现了下降趋势。这说明不仅没有耕地者、没有宅基地者失业风

险较高，近年来有耕地者、有宅基地者的失业风险也出现了上升趋势。主要是因为耕地和宅基地

等流出地权益，虽然可以作为流动人口在城市失业后回流户籍地的生存保障，但随着流动人口务

农技能的下降和具有城市居留意愿人群的居留意愿增强，流出地的资源禀赋对他们的吸引力下降，

即使失业也不返回户籍地的流动人口比重出现了增大。

从流动特征来看。流动时间对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流动时间越长，失业风

险越低，但流动时间对失业风险的边际影响率在降低。主要是因为流动人口所从事的职业多以体

力劳动和技术工为主，工作经验积累对其就业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流动时间的增长，工作熟练程

度提升，失业风险降低。但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的加快，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单单靠体

力和熟练劳动就能够实现稳定就业的局面在不断受到挑战。居留意愿方面，居留意愿与失业风险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主要是因为居留意愿越强，在失去工作后返乡的可能性就越小，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失业风险。2014 年居留意愿较强者的失业风险比居留意愿较弱者高 0.44 个百分点，

2017 年居留意愿较强者的失业风险比居留意愿较弱者高 0.45 个百分点，居留意愿对流动人口失业

风险的边际影响率变大。流动模式对失业风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一同流动人数越多，流动人

口在失去工作后，回流的可能性越小，在流入地失业风险越大。随着家庭式流动的增多，流动模式

对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边际影响率在不断增大。流动原因和人际关系对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具有显

著的负向影响。2014 年务工经商原因流动者的失业风险比其他原因流动者低 75%，2017 年务工经

商原因流动者的失业风险比其他原因流动者低 80%；2014 年人际关系较好者的失业风险比人际关

系较差者低 56%，2017 年人际关系较好者的失业风险比人际关系较差者低 57%。总体来看，流动

原因和人际关系对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边际影响率在不断上升。

从流动的地域特征来看，在流出地地域方面，流出地为东部者、中部者、西部者的失业风险依

次增大。2014 年流出地为中部者、东部者的失业风险比流出地为西部者分别低 55%、5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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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流出地为中部者、东部者的失业风险比流出地为西部者分别低 54%、57%。总体来看，流出地地

域对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边际影响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主要是由于随着中西部经济发展环境的

改善和人均资源占有量的增大，对人口向外流动的推力变小，造成流出地对人口向外流动的推力

差距缩小。在流入地域特征方面，流入地为东部者、中部者、西部者失业风险依次递增。2014 年

流入地为中部者、东部者的失业风险比流入地为西部者分别低 57%、60%；2017 年流入地为中部者、

东部者的失业风险比流入地为西部者分别低 60%、64%。总体上呈现出流入地地域对流动人口失

业风险的边际影响率在不断增大。这主要是由于流入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差异导致的就业

岗位、就业机会不同，进而造成流动人口在选择流入地的时候，存在不同的潜在失业风险。

5.2 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变动的 Oaxaca 模型分解

利用表 2 中的回归结果，以各变量两次回归结果得到的系数采用公式（6）进行奥萨卡分解。

将 2014 年与 2017 年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差异分解为特征差异和特征边际效应差异（系数差异）。

从表 3 可以看出，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增大主要是由于系数差异造成（63.67%），特征差异对

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增大的贡献率为 36.33%。这反映出 2014 年、2017 年流动人口就业环境发生了

表 2　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决定模型检验

分类 变量
2014 年样本 2017 年样本 全部样本

系数估计值 标准误 系数估计值 标准误 系数估计值 标准误

年度 2017 年样本（2014 年） -- -- -- -- 1.068*** 0.131

个体

特征

性别（女） -0.190*** 0.066 -0.269*** 0.035 -0.362*** 0.053

年龄 -0.027*** 0.039 -0.018* 0.021 -0.025*** 0.047

年龄的平方 0.003** 0.052 0.001** 0.030 0.001*** 0.061

婚姻（未婚） -1.08*** 0.019 -0.366*** 0.054 -0.916*** 0.039

受教育程度（≤高中） -0.041*** 0.011 -0.295*** 0.044 -0.437*** 0.032

制度

特征

户口（农业） -0.137*** 0.032 -0.181** 0.063 -0.158*** 0.048

暂住证（没有） -0.205** 0.061 -0.173** 0.052 0.-188*** 0.076

失业保险（没有） -0.472*** 0.122 -0.353*** 0.081 -0.894*** 0.097

家中耕地（没有） -0.295** 0.095 -0.117*** 0.072 -0.293*** 0.059

宅基地（没有） -0.636*** 0.081 -0.322*** 0.079 -0.300*** 0.064

流动

过程

特征

流动时间 -0.021** 0.087 -0.007*** 0.056 -0.008*** 0.077

居留意愿（不强） 0.236*** 0.001 0.174** 0.077 0.195*** 0.018

流动模式 0.086** 0.130 0.040*** 0.105 0.059*** 0.134

流动原因（非经济原因） -1.099*** 0.125 -1.416*** 0.092 -1.148*** 0.111

人际关系（差） -0.243* 0.106 -0.276*** 0.100 -0.205*** 0.083

地域

特征

流出地地域（西部）

中部 -0.195*** 0.141 -0.143*** 0.121 -0.104*** 0.109

东部 -0.323*** 0.129 -0.277*** 0.124 -0.277*** 0.098

流入地地域（西部）

中部 -0.267*** 0.410 -0.411*** 0.109 -0.571*** 0.184

东部 -0.395*** 0.157 -0.573*** 0.157 -0.641*** 0.127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参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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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变动，2017 年流动人口就业环境变的更加严峻，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和大城市人口调控的推

进，城市中能够吸纳流动人口就业的产业纷纷转型，使大量流动就业人员被释放出来，无处可去，

面临着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

从特征差异来看，制度特征差异和流动过程特征差异是造成流动人口失业风险上升的主要因

素之一。制度特征差异和流动过程特征差异对流动人口失业风险上升的贡献率分别为 19.81% 和

18.24%。个体特征差异和地域特征差异的贡献率次之，分别为 5.66% 和 1.58%。进一步细分可以

看出，受教育程度、户籍性质、失业保险、流动原因、人际关系等特征差异的贡献率为负数，分别

为 -4.69%、-0.46%、-37.21%、-10.54%、-0.34%、-1.91%，这些变量特征差异是稀释流动人口

失业风险年度差异的主要因素。而耕地、宅基地、流动模式、暂住证等特征差异是流动人口失业

风险上升的主要影响因素，其贡献率分别为 22.87%、23.11%、16.45%、11.51%。

从系数差异来看，各变量系数差异对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年度差异的贡献率不一。个体特征系

数差异和制度特征系数差异的贡献率较大，分别为 39.47% 和 24.22%，流动过程系数差异的贡献

率次之，为 4.96%。这说明，由于宏观就业环境等因素变动，即使个体特征相同、制度特征相同、

流动过程特征相同，2017 年流动人口失业风险也会高于 2014 年。地域特征系数差异对流动人口

失业风险上升的贡献率为 -4.97%，主要是因为流出地地域特征系数差异贡献为 -6.69% 导致，这

就意味在流出地地域特征相同的条件下，2017 年流动人口失业风险会低于 2014 年。同时，可以看

到个体特征差异的贡献率明显低于个体特征系数差异的贡献率，这说明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上升

主要是由于个体特征边际效用引起的。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动，流动人口个体特征的边际效用

在下降，依靠体力、年轻、吃苦耐劳等个体特征就能实现比较充分就业的环境正在发生改变，在

未来发展中，流动人口要想避免失业风险，还需要不断提升自身应用技能和文化素质。细分来看，

年龄、婚姻、宅基地等变量系数差异贡献率较高，分别为 27.06%、16.59%、15.1%，其他变量，如

表 3　各因素对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变动的贡献率

分类 变量 特征差异 特征差异贡献率（%） 系数差异 系数差异贡献率（%）

个体

特征

性别 0.0085

0.3626

1.78

5.66

-0.0110

0.1882

-2.30

39.47
年龄 0.0373 7.83 0.0791 16.59

婚姻 0.0035 0.74 0.1290 27.06

受教育程度 -0.0224 -4.69 -0.0089 -1.88

制度

特征

户籍性质 -0.0022

0.0945

-0.46

19.81

-0.0017

0.1155

-0.36

24.22

暂住证 0.0549 11.51 0.0024 0.50

失业保险 -0.1774 -37.21 0.0074 1.55

家中耕地 0.1090 22.87 0.0354 7.43

宅基地 0.1102 23.11 0.0720 15.10

流动

过程

特征

流动时间 0.0266

0.0441

5.58

18.24

0.0405

0.0236

8.50

4.96

居留意愿 -0.0502 -10.54 0.0084 1.76

流动模式 0.0784 16.45 0.0339 7.11

流动原因 -0.0016 -0.34 -0.0520 -10.90

人际关系 -0.0091 -1.91 -0.0072 -1.51
地域

特征

流入地地域 0.0019
0.0077

0.36
1.58

0.0082
-0.0237

1.72
-4.97

流出地地域 0.0058 1.22 -0.0319 -6.69

合计 0.1733 0.1733 36.35 36.33 0.3035 0.3035 63.67 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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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流动时间、流动模式等变量系数差异贡献率也较大，并且为正数。表明在这些变量特征相

同的情况下，受到不可解释因素的影响，流动人口失业风险会上升。而性别、受教育程度、户籍性

质、流动原因、人际关系、流出地地域等变量的系数差异贡献率为负数，这说明在这些变量特征相

同的情况下，流动人口失业风险不会出现上升，未来发展中需要重点从这几个方面着手来降低流

动人口失业风险。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 2014 年、2017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讨了转型期流动人口群体特征变动背

景下，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年度差异以及 2014-2017 年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主

要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流动人口失业风险有增大的趋势。在控制个体特征、制度特征、流动过程特征等后，

2017 年流动人口失业风险比 2014 年上升了 26%。2017 年流动人口在性别、年龄、婚姻、暂住证、

耕地、宅基地、流动模式、流入地地域等方面相比于 2014 年呈现出较大的劣势。流动人口失业问

题成为城镇失业问题的重要内容，需要给予关注。

第二，流动人口群体特征的边际效益发生了显著变动。2014 年和 2017 年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

决定模型回归结果表明，相比于 2014 年，2017 年除了性别、受教育程度、流动原因、流入地地域

等变量对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边际影响出现了下降，其余变量对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边际影响均

出现了上升。年龄、户籍性质、失业保险、耕地、宅基地、流动模式、人际关系等变量对流动人口

失业风险的边际影响出现了明显下降趋势。

第三，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的上升主要来源于系数差异的贡献。通过 Oaxaca 分解方法对 2014

年和 2017 年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差异的分析结果表明，2014 年和 2017 年流动人口失业风险差异的

63.67% 可以由系数差异来解释，而特征差异解释度为 36.33%。这表明除了流动人口群体特征差

异之外，劳动力市场、经济增长、新型城镇化进程、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宏观经济社

会环境的变动是导致流动人口失业风险上升的主要原因。从特征差异来看，制度特征差异和流动

过程特征差异对流动人口失业风险上升的贡献率分别为 19.81% 和 18.24%，是造成流动人口失业

风险上升的主要因素。进一步细分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户籍性质、失业保险、流动原因、人际关

系等特征的变动有利于降低流动人口失业风险；而耕地、宅基地、流动模式、暂住证等特征的变动

会增加流动人口失业风险。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可以看出，流动人口失业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互动的结果。随着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家庭式流动、年龄增大、女性比重上升、家中有耕地者和家中有宅基地者比重下降、流入

中西部者比重增加是未来流动人口主要发展趋势，失业风险也会逐渐增大。虽然流动人口失业风

险有逐年增大的趋势，但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失业保险参保率不断增大、农业户籍比

例不断下降、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推进，因此可以说，流动人口失业风险不断增大的趋势还是可

以预防和调控的。基于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启示和建议：

第一，提升城镇化质量，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从社会机制上来看，流动人口

之所以会面临失业风险，主要是由于城镇化质量不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低，大量流动人口游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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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户籍居民之外，难以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难以融入城市。因此，要着力提升城镇化的质

量，消除由户籍制度带来的“隐形不平等”，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升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

从而更好地抑制失业。

第二，培育人力资本，加强职业培训，提高职业技能。流动人口所遭遇的失业风险，主要是一

种结构性失业风险，即流动人口劳动技能、就业能力等难以适应流入地经济发展需求而导致的就

业难题。因此，政府要培育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购买专业的培训服务，提供适合当地产业的技能

培训；另一方面流动人口自身要不断增强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积极参加政府和企业组织的技能

培训，更好地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

第三，推进中西部经济增长与失业防控螺旋式上升。尽管流动人口在中西部分布的比重越来

越大，但是中西部缺乏东部所具有就业环境优势。中西部流动人口比重不断增大的同时，应该不

断完善其市场经济环境，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优化就业公共服务体制，吸引更多企业，提供更

多就业岗位，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通过培训、教育、创业支持等降低流动人口失业风险。

第四，加快乡村振兴，增强农村就业吸纳力。大量流动人口的梯度就业模式其实并未超脱安

居乐业的追求。在传统二元经济模式下，城乡在劳动力供需上存在失衡，农业较低的劳动生产率

显然不能带来较高收入。实际上农村缺乏高收入就业岗位是他们选择漂泊他乡梯度就业的主要原

因。劳动力梯度流动就业是多维的，城乡相互叠加，也相互消解，而单向的梯度流动就业思维形成

了失业风险。降低流动人口失业风险，既要调节快速城市化带来的不良社会结构，推进公共服务

均等化，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就业风险预防和应对机制，也要推进乡村振兴，通过发展农村特色

产业，增加农村就业岗位供给，带动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创业，进而实现就地城市化

- 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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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Change of Floating Population’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Unemployment Risk

YANG Sheng-li, YAO Jian

(College of Economics of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Abstract: Based on the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4 and 2017,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nging 

trend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unemployment risk of inter-provincial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risk of unemployment among the inter-provincial migrants is 26 percent higher in 2017 than that in 2014. The marginal effects 

of gender, education level, reasons for migration and inflow region on the unemployment risk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show an 

obvious upward trend. The Oaxaca decomposition show that 63.67% of the unemployment risk increas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can 

be explained by coefficient difference and 36.33% by characteristic difference. The changes of educatio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unemployment insurance, floating reason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re helpful to reduce the unemployment risk, while the 

changes of cultivated land, homestead, floating mode and temporary residence permit increase the unemployment risk of floating 

population.

Keywords: Unemployment risk,  Floating population,  Queue analysis


